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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韓國人與日本人

1910年，已為日本保護國的韓國，被日本合併了。經此，超過一千萬的朝鮮人成了「日本人」被編入帝國中。

合併後朝鮮被賦予的地位，大略是承襲已是既成事實的台灣。據此，完成了「日本人」與非「日本人」之帝國的境界的型態。

被承襲的折衷型態

日本的當政者們，很清楚的揭示支配韓國的理由。那就是初代統監伊藤博文於1907年的言論所表示的，具有國防上的動機：「相隔一葦帶水的韓國，假如允許他國染指，有突然危及日本的獨立之虞」、「日本在自衛上不可避免的將韓國變為保護國」。

但是在沖繩與北海道，亦或是在台灣，國防的重視必定無法與經濟上的花費一致。從經濟上的理由而生的琉球王國廢止反對論來看，對於韓國，伊藤當初說：「負擔今後日益增加的韓國諸經費，我國對韓國的徵稅絕對沒有長遠的計畫」，主張「合併是麻煩事，韓國必須自治。」1
但是，順著日本意圖的韓國「自治」，並不容易實現。從1870年代開始，日本已經在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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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活躍的親日政權，但政情沒有日本想的變安定。經過日清、日俄戰爭，在軍事上遠離了清國與俄國的影響力，結果就是在1905年剝奪了朝鮮的外交權納為保護國，以伊藤為長官設置統監府，如果日本介入的話將陷入招致反彈增加不安定的惡性循環。

日本預期經濟上的不利而決定合併，當時據說是終止這樣的惡性循環的最後手段。日韓合併前一年的閣議決定：「合併韓國成為帝國版圖的一部分，是在半島上確立我國實力的最確實的方法。」2合併是確保半島「最確實的方法」，這最合理的方法是有疑問的。但最終，廢除了韓國間接統治的媒體，執行日本的直接統治。

那麼在韓國被設置了什麼樣的統治體制？

首先在法制面上，制定了與台灣的三一法，也就是從六三法中去掉評議會的部份，大概同內容的「朝鮮相關法令施行之法律」（明治44年法律第三十號）。總督制訂〈不屬於法律範圍的法律〉，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但是有很大的不同，六三法為時限立法，每當更新時在議會發生糾紛的經驗，被稱為無期限的永久立法。而且朝鮮總督當然沒有成為武官專任，並被賦予向天皇上奏權，權限比台灣總督大。在以天皇為中心的宮中席次，朝鮮總督方面也在台灣總督之上。就任的第一任朝鮮總督，是當時兼任陸軍大臣的寺內正毅大將。

雖然如此，原敬仍反對這項法律。朝鮮被合併前三年1907年，決定了在日俄戰爭中割讓的樺太的法制，此時原敬的主張獲得一定的勝利，按照陸軍的意向，樺太廳長官第一任排除從內務省文官就任，且沒有立法權。然而陸軍力量強大的朝鮮，原敬的政治力也無法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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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陸軍以及寺內總督的主張沒有實現的部分。寺內主張將朝鮮作為憲法的除外地域，若依照桂太郎的表示，是學習台灣的例子「（對憲法）前前来の解釈通」。3在憲法中施行與台灣相同的方針，因此總督握有獨裁的權限，總督府就名符其實了。

這裡應該留意的，寺內主張將朝鮮作為憲法的除外地域，其目的是想擁有不被內地憲法與議會束縛的獨裁權，就如後藤新平調查舊慣那樣，制定朝鮮獨自法律的理念。

與1905年統監府設置同時，第一任統監伊藤博文邀請日本民法起草委員梅謙次郎作為最高法律顧問，在朝鮮依賴以舊慣調查為基礎的立法作業。此調查與台灣一樣收集作成「慣習調查報告書」，制定民事訴訟法草案的進展，寺內以此為不必要的作業中止了。另一方，在治安立法上朝鮮〈獨自〉的鎮壓法規已多數準備完成。寺內之所以主張帝國會議中總督有立法權的必要，認為：「（朝鮮）的歷史與日本不同，風俗習慣盡不相同。」一方面「合併既然是拉到自己國家旁邊，沒有必要制訂別的法律，所以我的考量，是要停止梅君（梅謙次郎）的法律制定。」在此完全是機會主義的理念表現。4
如此，在朝鮮總督就握有無限期的獨裁權，雖然獨立王國的性格比台灣強，但財政赤字使得經濟仍無法獨立。眾所皆知的，合併當時的新聞，作為朝鮮總督府的恆久財源不超過1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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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監時代末期歲出據報導為4200萬圓。在五年間的保護國統治，來自日本政府的借款與公債已達4600萬圓，合併時附在敕令下給出的恩賜金更達30000萬圓。5租稅收入剩下3億圓對當時的日本政府是相當的負擔，而且在朝鮮幾乎沒有如滋潤台灣財政的鴉片、樟腦與砂糖等特產物。總督府加強對朝鮮人的掠奪同時，從內地來的補助金也持續注入。

總之朝鮮的法制位置，雖大體上沿襲台灣，但卻形成總督的獨裁權更加強化，以及有補助金注入的形態。而且在台灣的時間點上，「日本」與非「日本」的曖昧地位，總督行使無根據獨裁權的體制，為諸勢力糾葛在一起的結果。但在朝鮮，還有不少糾葛的存在，都是作為很早被完成前例被導入的。

「漸進主義」的教育

    在教育上，從結論來看，繼承了台灣的折衷型態。合併前的保護國時代，日本統監府設立官公立的普通學校。此與沖繩和台灣初期的情況相同，徵收學費以及供應學用品與伙食。但是合併一年後的1911年8月公佈朝鮮教育令，「基於敕語的旨趣以養成忠良國民作為其本意」（第二條），一方面重視「國語」與「修身」，「教育是作適合時勢與教育程度的正確決定」（第三條），普通學校的修業年限訂為4年制。所以採取徵收學費，重視實業教育的路線。

關於修業年限，1906年統監府同時把「小學校」改名為「普通學校」，將年限從六年縮短為四年。內地的小學校從翌年開始變為六年制，台灣亦同，比內地先行縮短教育體制，相反地可看到超越內地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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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學費，不用多想，就是財政赤字的總督府想節減經費而已。根據當時的文部省普通學務局長的估計，在朝鮮施行無償義務教育需430萬圓的經費，但當朝鮮統治的學務預算不超過60萬圓。6
從台灣教育的兩條路線來看，養成忠誠心的「日本人」化與從低度的修業年限和實業教育中排除於「日本人」之外相互對立，在朝鮮也同樣存在。依後者的理念形成的反對同化路線，可見於合併之後的1910年9月總督府秘密文書「教化意見書」中。7
此「教化意見書」的特徵，言明「他們（朝鮮人）理解在日本民族中特殊的忠君愛國是無益有害的」，批評「主張對他們呈現教育敕語，使其盡量用與日本民族同樣的忠君愛國教育者」，否定「同化」的可能性。作為論據的，是列舉法國的阿爾吉利亞同化政策失敗與英國的印度統治等例子。「徹頭徹尾朝鮮應該作為經營日本民族發展的殖民地，朝鮮民族相對於日本民族是處於從屬的位置」為前提，「教育上的措施限於與他們生業有直接關係的」，「舊慣上相對應於教育程度實行簡單的措施」，結論是「當下以初等教育及職業教育為主就足夠了」。

這個意見書的趣味深遠，針對橫行在世上的同化論，試著逐一反駁。作為批判對象的同化論論據，從例子來看，在朝鮮人在人種、文化與「日本人」相近的理由上，與歐洲的殖民地統治不同，日本民族從太古開始就有與渡來人混合同化事蹟，在近代則有沖繩的同化成功。再者，以推進同化為目的之日朝通婚「雜婚政策」也成了批判對象，以上所說的同化論典型模式，顯示已經廣泛的傳佈。

「教化意見書」，在台灣相當於持地六三郎的「縣治管見」吧。確實在重視實業教育的部分，總督府的施策與這個意見書一致的部分，就是實行同化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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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理由，也是與歐美的對抗與國防上的理由。特別在朝鮮，在歐美傳教士之下基督教急速普及，可見到傳教派的私立學校爆發的氣勢。1905年至1910年，在反日情感高漲下被稱為「近代傳教界的奇蹟」的朝鮮基督教徒急速增加，根據總督府方面的統計，1910年教會集會所有1934所，信徒約20萬人。然而在1910年，朝鮮全學校數2396所中，與日本官公立學校同等級的不超過146所，宗教學校占全體的35﹪。8
照前述，合併前的日本學校抗爭免除學費與支付伙食費，從人氣來看上宗教學校勝過朝鮮古來推行儒教教育的書院。甚至對朝鮮人的私立學校，統監府也採取限制設立認可與教員資格的統制。但對於基督教學校，因歐美傳教士有治外法權，統監府也無法正式對其出手。在合併前後的統監府、總督府的學務關係文書報告中，這些宗教學校聯繫著朝鮮民族主義，不僅是宗教教育，而且還進行抗日與民族主義的教育，日本方面因此倍感威脅。

合併後，朝鮮已經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名目上適用於日本憲法與修正條約，歐美傳教士的治外法權被廢除了。但宗教學校的威脅並未改變，總督府在1915年修改私立學校規則排除歐美的影響力，抑制朝鮮民族主義的抬頭，為了完全確保朝鮮，將朝鮮人改造為「日本人」的教育仍有必要。合併後的普通學校規則曰：「國語是寄宿國民精神之所在」（第七條），與保護國時代不同，日本語的授業被改稱為「國語」，時間數大幅增加。

在教育上推進「日本人」化路線的一個要因，是來自內地的影響。台灣的情況也是一樣，同化的困難與統治的實態沒有傳達到內地，一面倒向主張同化的意見。19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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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教育會設置的朝鮮教育調查委員會進行決議在朝鮮的教育方針，教育敕語的普及，「日本帝國與朝鮮半島自古有特殊的親密關係」（與朝鮮的歷史〈親近〉）的教育，在初等教育上開始打著朝鮮語與漢文的全面廢除。又在教育界的中心雜誌「教育時論」的社論中，形容在「儒教主義」與「實業主義」中作到「教育新臣民」是「根本上的錯誤」，主張從「日本主義」的教育「同化新臣民、舊臣民，才是對的」。9當然，這裡所說的向「日本人」的同化，並不是要賦予權利，忠誠心的養成是沒有必要的。

面對「日本人」化教育論時，總督府的態度是微妙的。儘管肯定日本語的普及和忠誠心的養成，但想到對朝鮮語全廢的反彈，對費用的增加就不怎麼喜歡。1911年1月，總督府初代學務局長關屋貞三郎說：「朝鮮人教育的著眼點，本來是沒有討論到要讓他們成為出色的日本人，以及成為忠良的日本帝國國民。」形容廢除朝鮮語為不知道統治實情的東京教育者的「機上的空論（不切實際的言論）」，主張「不要進行急進主義，而是要在不知不覺中把他們日本化」的漸進主義。這年3月，接受主張同化路線的帝國教育會委員訪問的寺內總督，普及日本語「激進的改革動搖了民心產生了意外的惡果」，回答「對於朝鮮的教育我的方針是漸進主義」。10
結果，此後所制定的朝鮮教育令，如前述「忠良國民」的養成與簡易教育是放在一起的，台灣也是同樣的折衷型態。其中，實業教育的重視、教育敕語與天皇崇拜的灌輸，以及學費的徵收雜然同處，強化「國語」教育，同時停止朝鮮語和漢文為必修科目的一部分。從統監府時代開始關係到朝鮮教育，身為帝國教育會之朝鮮教育調查委員主張同化路線的幣員坦（幣原喜重郞之兄，後來為台北帝國大總長、樞密顧問官），朝鮮的教育被形容為「在形式上，頗類似蘭領東印度（施行間接統治），其內容，所採取的同化路線又像美領菲律賓」，與其說是根據明確的概念所設計的，不如說是延遲「漸進」的方針改採折衷的結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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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在朝內地人的說法，寺內對於朝鮮統治的方針說：「同化對我們有利就行同化，對我們不利就不要同化。所以附帶的同化問題尚在研究中。」12前述關於法制上從他的態度來看，也許是隱藏了真實的意圖吧。在這樣的「無方針」與「漸進」之下，一方面是承襲台灣的前例，一方面是確定屬於「日本」與不屬於「日本」的朝鮮地位。

但是，在台灣前例中不存在，在朝鮮中卻存在一個首先要被決定的問題。朝鮮人的身分登錄，也就是國籍與戶籍。

國籍上的排除與包容

日韓合併前一年的1909年7月，決定了合併方針，並檢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合併後的朝鮮人是否應給予日本國籍。

大日本帝國在領土擴張之際直接面對國籍問題，已經不是第一次。在第4章提到，台灣領有時也發生過同樣的問題，這時設下了領有後兩年間的猶豫期，在那期間決定是否留在台灣。之後，在日本領土全域包括台灣施行於189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國國籍法，留在台灣者被給予了日本國籍。也就是說，如在台灣選擇是否成為「日本人」的做法不完全被允許，不同意採取與前例相同的型態，日韓合併之際國籍問題成了焦點。寺內總督收藏的文書中，留下了法學博士山田三良（東京大學教授，後為京城帝大總長）回答這個問題諮詢的意見書。13
山田的回答是，與台灣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據他說：「從來韓國國民就是我帝國的國民，當然取得我國國籍。」台灣的情形是領有原為清國的一部分，韓國的情形是國家間的合併，因此舊韓國籍者自動被編入日本國籍中，認為「很清楚地沒必要去顧慮韓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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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希望被合併」。山田所舉的先例，是美國合併夏威夷，擁有夏威夷國籍者全員自動被編入美國籍中。

但是，朝鮮人取得日本國籍，當然有權利上的限制。山田說道：

……從來韓國國民，雖合併後當然取得日本國籍，但這並不是要讓韓國人與日本人相同，只當作是對外國人取得日本國籍而已。在國內關於日本人與韓國人在日本人（韓國人與日本人以及日本人與日本人）的公法上如何產生差別，就成了國法上的問題。

「韓國人與日本人」，在「對外國」雖是「日本人」，但在「內國」卻成了是否為「日本人與日本人」對等的個別問題。所以之後，制定了一方面給予國籍將對外的「日本人」編入，一方面在戶籍上從國內的「日本人」中排除的體制，這就要從最初的國籍問題來看吧。

這個問題，對大日本帝國來說，將朝鮮人編入日本國籍有某種意義。如果打算徹底從「日本人」中排除，一開始就不要給予國籍這麼簡單。或者，依照當時的國籍法設計的歸化基準，對國家來說只歸化想要的人並給予日本國籍，或許也是個方法。然而，為什麼要將舊韓國籍者無差別編入？

理由之一，就是真正的「對外的」問題。山田的意見書提出的一年後，在合併前一個月1910年7月第一任總督寺內向閣議提出合併方針案，作為「朝鮮人國法上的地位」這一項，如下所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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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於外國目前有雙重國籍者出現在實行國籍法的韓國，若日本臣民見相模仿就關係到我國的利害。

歸化外國的朝鮮人，這篇文章所說的宣言認為是「日本人」，「我國的利害關係」是什麼？這裡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地方，在清國與韓國的國境地帶的間島地方（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就圍繞著這個問題。a
間島地方現在是中國領土，當地多數農民是從朝鮮半島移住過去。此地在清時就是沒有充分實際統治的邊境地帶，當時近代國近並沒有十分確定，日本握有作為保護國的韓國的外交權，時常發生紛爭。

從日韓合併以前的經過來說，日俄戰爭勝利將韓國作為保護國後，日本外務省在1907年5月發布一只訓令。那就是，有日本在有治外法權地域的領事官，同樣作為大日本帝國國民的管轄內韓國國民，除了根據一部韓國的慣例外，基本上都是被大日本帝國的法規所保護。15
大日本帝國把韓國人當作「日本人」保護，不是出自於人道的動機。這個訓令發布的三個月後，朝鮮總督府前身的韓國統監府，以「韓民保護」的名義率領軍人在間島地方設統監府派出所。從那時開始，日本為了確保權益在這個地區設置派出所大大刺激了清國政府，清國也對間島派出官憲作為對抗。

不能只是簡單的比較，這個經過要回想第一章所說的琉球人的遭遇。1874年對台灣出兵，所用的理由是漂流至台灣的琉球藩民被原住民殺害，當時的日本政府以為琉球藩民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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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護「日本人」的名目出兵採取行動。後來駐清公使森有禮為了造成琉球領有的既成事實，也在國外提倡將琉球人作為「日本人」來保護，已經可以看到日本的企圖。同樣的，將韓國人作為「日本人」來保護這件事，也變成日本勢力圈擴大的藉口。

更在1909年9月，日本政府與清國締結間島地方相關協約，以被承認在清國領土延長鐵道線為讓步作為擔保，放棄在間島韓國領土權（事實上是日本的）的治外法權。根據這個處置撤退了派出所，間島韓國住民遂服從清國的法律。日本政府亦因韓國民的「保護」，選擇鐵道延長這一項。曾經被以「保護」為目而出兵台灣的宮古島人，作為與清國的交涉材料被割讓，對大日本帝國來說，韓國國民的「保護」同樣也只是外交的手段。

但是，統監府並不滿意這樣的處置。1909年間島協約交涉時，統監府間島派出所所長提議：「將間島假定為韓國領土採取完全領土經營主義」，堅持「保護在間島的韓國國民」，這樣的要求日本政府並沒有聽進去。16在寺內的合併方針案中，也未變更間島居民在合併後的地位。當然在日本方面仍又不少不滿者，這個問題最後在1931年的滿州事變時，中國東北全域包括間島地方都被囊括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下而獲得〈解決〉。

但間島問題，對在朝鮮統治的官僚們來說，不是單純想要領土擴張的問題。他們害怕的是，借用合併後一位總督府幹部向寺內總督提出的極密報告書中所說的，「當向我收取在間島朝鮮人的法權時，間島就會變成不法的朝鮮人的巢窟與陰謀的發源地」。間島地方是合併後的朝鮮之陸地與陸地接壤的國境地區，也是反抗日本統治的朝鮮人逃亡的絕佳地點。實際上，如果考慮之後金日成的抗日游擊隊將間島地方作為據點這件事，就絕對不是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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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取締間島朝鮮人者，認為在韓國被合併之後「根據間島協約所謂韓民皆為帝國國民」，「在國內法中雖有區別內地人與朝鮮人的法規，在國際法上所謂韓民並沒有那麼清楚」。17
此外，他們還有一件擔心的事。那就是亡命朝鮮人在逃亡前取得的（如清國與俄國）國籍，以及脫離日本國籍這件事。照這樣發展那些人就不是「日本人」，處於日本國家的法權之外，也就是超出朝鮮總督府取締權先的範圍外。因有礙於此，絕對有必要阻止他們從日本國籍中脫離。

山田三良在這個問題上，在合併時向寺內總督提出意見書。18他認為因為合併時「反抗新政治或不想成為新政府的臣民者，動不動就歸化鄰國作為外國人」，所以主張朝鮮人中「除了特別得到總督府許可歸化外，一開始就不承認國籍喪失，或者有必要對此施加相當的刑罰」，並建議「非常積極的以雙重國籍的存在作為前提，保障移往清、俄國國境的朝鮮人國籍」。但問題是在法律的手續上。

理由是，借用山田說的話，「現今沒有哪個國家全面禁止它的國民歸化外國」，大體上假如日本自稱為近代國家，就必須承認個人的國籍脫離權。在大日本帝國的國籍法中，有明記對不歸化「日本人」，從「日本人」的國籍脫離的相關限制規定。也就是說，反抗統治的朝鮮人如果遵照國籍法的手續，就沒有阻止脫離的手段。

針對此，取代山田所說的，由法理來解釋：「就朝鮮的舊慣來論，因不承認古來臣民的脫離自由，朝鮮人即使歸化外國仍然不喪失朝鮮的國籍」。換句話說，雖然不完全是近代法的大日本帝國國籍法中有國籍脫離的規定，但朝鮮封建王朝的李朝舊習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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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關於歸服的臣民以及日後子孫從王朝支配脫離的規定。一方面，山田自己明白「我國籍法中歸化的相關規定並不適用於朝鮮」。假使依然維持朝鮮慣習法，而不施行日本國籍法，朝鮮人就無法從「日本人」脫離。

這意味著某種意義的巧妙手段。如果在法律上明文禁止朝鮮人脫離國籍，日本就暴露了在朝鮮人這方面與近代國家之間的差別。但不施行國籍法，完全按照朝鮮的慣習法來作的話，日本方面就不會設立如此〈野蠻〉的規定，而僅是建立在尊重朝鮮舊慣的名目上。在台灣保甲制度與笞刑的復活（在朝鮮笞刑也復活了）亦被使用了相同手段。「出現在實行國籍法的韓國，若日本臣民見相模仿就關係到我國的利害。」這就是寺內總督的方針所包含的意義。

這個方針，立即在政策反映了。合併的隔年1911年7月，朝鮮總督府警務課長發布「外國人與朝鮮人間婚姻相關文件」，基於在朝鮮自古不承認國籍喪失的理由，指示不受理朝鮮人與清國人的婚姻申請。1917年10月總督府書記官長的回答「舊韓國民的中國歸化相關文件」，也是基於合併前的韓國法令沒有歸化的規定的理由，通知不承認朝鮮人的國籍脫離。19
但法學者三田說道：「在朝鮮將來不承認歸化外國後的國籍喪失」，「如上述放任不明確的舊慣」是一時的權宜之計，進言在總督的制令上需設立適當的規定。結果還是沒有制定「適當的規定」，經由這個例子，如此糊塗的處置就被固定下來了。

那麼，假如國籍法的不施行是讓朝鮮人無法從對外的「日本人」中脫離的政策，將朝鮮人從對內的「日本人」區別出來的政策，就是戶籍。山田三良的意見書有具體的討論到這個問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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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首先認為舊韓國時代的戶籍登錄「極不完全」，主張「設定大體與內定的戶籍法相當的規定，必須將內地人與朝鮮人的民籍加以明確」。所以，在「朝鮮人的內地轉籍」這個標題下，說明了其中的理由。

雖然現今朝鮮人是否能移住內地成為內地人還是個問題，朝鮮人為非外國人的帝國臣民，沒有特別的規定，理論上得移住內地成家成變成市町村公民，享有參政權，負擔兵役義務。……若將朝鮮民族與內地人完全區別開來，或朝鮮人不得移住內地，或移住後不得成為內地人，如果依照與外國人同樣的歸化手續是政治上的必要，應盡速制定戶籍法規定朝鮮人成為內地人的資格要件。否則朝鮮人單憑著移住內地就要成為內地人是無法得到承認的。

「韓國人與日本人」為朝鮮人移住內地，「日本人與日本人」為防止成為內地人，山田認為在戶籍上必須要及早確立區別的體制。

這個主張，變成主要大綱。1916年7月，朝鮮總督府法務局針對九州的唐津區裁判所判事對受理朝鮮人到內地的轉籍申請上的詢問，回答說：「朝鮮人可以在內地轉籍以及就籍」。在1921年11月，內地的法務省民事局也做出同樣的回答。但在之後第八章說，承認朝鮮人藉由婚姻與養子收養入籍內地的戶籍，藉此為提倡同化政策一環的「內鮮結婚」被合法化了。也就是說，除了與內地人通婚以及成為養子的朝鮮人以外，原則上是不許本籍向內地移動，藉此就從「日本人」中區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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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關於戶籍上山田的意見與現實政策，有些許不同。22其中之一，在意義上國籍法的情形是一樣的，在戶籍法上沒有規定朝鮮人的轉籍限制，有所謂不施行內地戶籍法的方法。合併當時的朝鮮人，根據保護國時代的韓國民籍法被編入民籍中，之後在1922年公布了為總督府制令的朝鮮戶籍令，不管哪個朝鮮法律都與內地戶籍法的法體系不同。也就是說，朝鮮與內地的戶籍證明方法不同，如果不設立聯繫兩者的規定，儘管特地不記載禁止朝鮮人的本籍移動的法律條文，內地至朝鮮間的移籍手續也不存在。國籍的情形也是一樣，大日本帝國巧妙的寫明在法律條文上的差別。

依此，一方面出現在國籍上強制包括入「日本人」，另一方面在戶籍上從「日本人」中排除的體制。這個體制也反映在台灣，仍是採取不施行內地戶籍法的手段，實際上是禁止台灣人的本籍移動。不僅是地域程度，在個人程度上也是一樣，朝鮮與台灣被賦予了「日本」與非「日本」的地位。

同化論的完成

這樣的政策在被實行時，在合併時內地新聞、雜誌的論調，大體上均是提倡朝鮮的同化。以下，來看看主要的特徵。

首先，台灣的情形也是在強調人種的、地理的、文化的、歷史的接近，相反的，強調與歐美諸國的殖民地支配的差異。據大隈重信說：「看到歐洲各國的擴張，而且以前往異人種、異宗教的國家擴張居多，日本則反向同人種、同民族的國家發展。」『大阪朝日新聞』的社論主張：「吾人實際將朝鮮日本人化，希望與英法諸國統治異人種的殖民政策有根本上的不同。」林董在『太陽』誌上提唱：「日本同化朝鮮，比起西洋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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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化統治的異教新領土時的困難，容易得多。」沢柳政太郎說到道：「吾人以各國的殖民地經營為我國的鑑戒，要非常注意不可以一言置之。」這樣強調與歐美的差異不只是在殖民地的統治上，例如『東京每日新聞』的記事舉了德義志在亞爾薩斯、洛林地方的同化難以推行，主張「我國與韓國是同文同種必然不需擔憂難以同化。」大隈認為：「朝鮮人之於日本人的關係，絕對與俄國人和奧國人對芬蘭土人和匈牙利人不同，同化只是費力而已。」23
經常舉來作同化例子的，仍是沖繩。大隈重信說：「朝鮮或台灣像琉球一樣成為日本忠良的臣民，只是時間的問題」，島田三郎形容「朝鮮的合併大過琉球合併」，語言學者金沢庄三郎也主張「沖繩語之於日本語的關係跟朝鮮語之於日本語的關係相同」。大隈認為韓國合併後改名為「朝鮮」，如同在領有琉球後將之改為「沖繩」。24
在同化的方法上，提倡「修身」與「國語」教育並廢除朝鮮語，以及在推動向朝鮮移民方面，「以彼此的婚姻嫁娶作為鼓勵」。甚至優生學者主張，因為朝鮮人與「日本人」大體上是同系統，不同於歐美殖民地統治的情形，「日本人種與朝鮮人種的通婚」在同化的促進上是合適的。移民的獎勵方面，「讓內地人多多往朝鮮移民，使語言、習慣、住居、結婚等混合一致」，也被認為是同化促進論。『萬朝報』的社論說：「等日本人佔了朝鮮住民半數以上時，國防、政治、經濟上的諸問題，將如八釜敷き同化問題，可以輕鬆的解決」，果然可從國防上意識到要將朝鮮作為〈日本人住的土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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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台灣也是如此，在朝鮮一般論壇的同化論大多數對經濟的利害不表關心。但媒體還是多指出必須向朝鮮投入大量的補助金，『萬朝報』的社論說：「跟我國財界在韓國合併時所得到的好處相比，得到的壞處大的多」，經濟的不利變成一種常識。當然也存在著富源開發論，但朝鮮跟台灣比起來可開發的資源很少。針對這點，出現於第二部所談到的從花費論而來的反合併論以及節約論，更多的是，「韓國的合併….應讚許為俠義行為」的自我陶醉。26當時的論調，合併是防止俄國威脅達成「東洋和平」為目的，提議合併沒有國防力與經濟力的朝鮮，日本是出自於明知不利仍去作的俠義心。那樣的赤字經營，被說成不同於歐美以經濟掠奪為目的的殖民地支配，是以「東洋和平」為目的之「俠義行為」。

與琉球處置的情形相同，合併時，韓國人被視為與「日本人」同人種，並高唱在古代據說為同一個國家的日韓同祖論之歷史觀，流傳著合併不是侵略，而是「復古」的論調。「日韓關係與對殖民地的關係大相異趣，而是舊兄弟關係重新復合」，「同一人種合併，就成了同一國民」與「美國用欺騙的手段，逐漸蠶食墨西哥的領土，再合併夏威夷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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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情形也是一樣，自我意識到「外國人藉由這次合併，試驗日本人在殖民上的手腕」，一邊顯示歐美諸國的殖民地統治的失敗，一邊就像大隈說的：「我國合併韓國是和平人道，博愛正義之合併，其成果必也是異數」，有人主張「宣示異數的豐功偉績促進他們（歐美）反省，是向他們表示保護國統治的最好範本」。27
但是，強調歐美殖民地統治的差異，雖認為「日韓並非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係」，卻又清楚的意識到兩者的從屬關係。既是「同人種」又要正當化之間的差異，就像沖繩那樣，只是「文明」的程度而已。相對於「日本是儒教精神穿著西洋文明的外衣」，「朝鮮人怠惰，貪圖逸樂，不喜勞動，缺乏勤儉儲蓄的精神」，「衛生思想的幼稚」很顯著。所以朝鮮的舊慣與「德川幕府時代」的文物同樣是「舊時代的遺制」，認為「感受早晚文明的政治與王化之賜是不互相違背的」。28
再者，沖繩保存了古代與中世的日本風俗，「今日朝鮮現存的制度風俗酷似我國王朝時代的不少」，在報紙上到處可見說：「我邦男子有著類似藤原朝（694-710A.D.）的風俗，女子有著奈良朝（710-785A.D.）的心地」。但有一方強調「跟我國民性不調和的外國傳教士的感化，要防止侵入朝鮮人之間」，堅持「文明化」只在不與「日本化」矛盾的範圍內宣揚。29
在主張朝鮮人的「日本人」化時，照例，很少人提到作為「日本人」的參政權。在合併時的論壇，一方面主張朝鮮人徹底同化，一方面「應該使其精英列席我貴重兩院」，大石正已就是其中的少數。其他常見於在參政權賦予反對論的，有犬養毅所說的：「韓國民不僅向來猜疑心重，以賄賂等授受方式賦予其參政權，就好像在議會中散佈細菌，這是絕不能被允許的。」『東京朝日新聞』揭載的「某外交大家談」，以愛爾蘭人攪亂英國議會為例，認為「台灣人與朝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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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立足於議會中，可想而知本國政治的各方面將被他們所左右」，主張「我國不可永久賦予朝鮮人參政權」。如第二部說，以愛爾蘭人的事例，作為反對賦予朝鮮台灣參政權的言論，後來已是陳腐的論調。在教育上也是，在提倡同化教育論的一方，與主張低程度的實業教育的意見並行。30將朝鮮人同化為「日本人」這件事，並不意味要賦予其權利。

以下為雜誌『太陽』所揭載的松田正久的主張，渾然表現出上述朝鮮人的「日本人」化論的態度傾向。31
日本人的想法，如果是以日本人的精神陶冶朝鮮人，朝鮮人從一開始就取得名義與實質上的新日本人的資格。成為日本人的用處只是增加人口，而這並不是國家的好事，反而增加麻煩，故同化他們一定有作為日本人的用處。結果就是服兵役成為帝國北門的守衛。……等到朝鮮人同化於日本成了北門的守衛，可謂是帝國得到合併朝鮮的好處的開始。在此之前－三十年後、五十年、又或一百年、一百五十年－仍是加入的新負擔。當然朝鮮合併的目的是要根絕東洋的禍根，確保和平這件事不單是從我國的目的來看，對世界而言也是可喜的。吾人決不會厭惡負擔的增加。

將朝鮮人「日本人」化，確保朝鮮成為國防的據點，經濟的負擔首次在合併的意義中產生。那時，朝鮮人以擔任兵役取得「新日本人的資格」。但同化完成，經歷從數十年開始的百年「漸進」是後來的事。

這麼做，國防成了「東洋和平」，同化成了「人道與博愛」，赤字經營成了「義舉」。

165

-----------------------------------------

每一個，都是不同於歐美殖民地統治的路線，並且伴隨著獨特性與自我陶醉。在這樣的意識流傳時，「日本人」與非「日本人」的朝鮮與台灣的地位，著實被確定下來了。這個體制，經歷過之後的動搖，一直維持到帝國的崩壞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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